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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从“猓猓”到“彝族” 
1
 

   ——龙云身份变迁的历史过程与现代启示 

 

赵 峥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将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人口普查与中国的民

族识别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均是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上的国家工程。
[1]
作为中国族群构成最为

复杂的区域，云南这座“分类学的迷宫”却率先启动了“民族识别”工程。1949 年之前长期统

治云南的龙云，对这一工程却有不同看法。在 1957 年的“鸣放”中，龙云对“民族识别”提出

异议，表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很多被认定的“少数民族”实际上“同系一族”。

这种带有民族“同源论”“同一论”色彩的观点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氛围中极为特殊。 

一直以来，不管是在 1949 年前西南彝族上层人士的普遍观念之中，还是在 1949 年之后，官

方宣传、纪念活动以及中外学术研究之中，龙云都被视作彝族。但纵观其跨越新旧时代的一生，

龙云的族群身份实则有进一步探索与诠释的空间。本文试图在既往的人物研究基础上，叙述龙云

对自身族群身份的选择、呈现和书写策略，分析他在族群/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演变，以及这一“个

体”族群身份演变过程反映了何种“整体”的历史进程与影响。 

 

亦彝亦汉的“龙猓猓” 
 

1884 年 11 月 19 日，龙云出生于云南昭通县燕山松乐村，其父为其取彝名“纳吉乌梯”，

取汉名“龙登云”（后改称“龙云”）。同时拥有彝、汉两个名字，提示了龙云“亦彝亦汉”的

独特出身。 

龙云家族原籍四川凉山金阳县，为当地三大黑彝家族之一的“纳吉家”。其父纳吉瓦蒂受一

江之隔的昭通海家之聘，参与当地的家族械斗后入赘海家。海家虽属彝人，但汉化程度较深，有

取汉姓以模仿汉族组建家庭的习惯，家族成员汉姓“龙”。纳吉遂按照当地习俗随妻姓，
[2]
龙云

出生后亦循父例。 

昭通位于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之处，为彝汉杂居的区域社会。彝风汉俗相互交融，彼此熏

染，已较难清晰地分辨两大族群的界别。当地彝汉地位平等，差别极小，只能根据住家格局与是

否缠足等情形略做区分。械斗风俗也系彝汉共有，并非彝人专利。但彝汉矛盾在昭通并非全然不

复存在——“猓猓”就被彝人视为汉人对自身的蔑称。
[3]
龙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方面在家

中私塾读书，受汉文化熏陶；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非汉出身，特别是具有金沙江两岸两大彝家的

家族背景有所意识。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龙云加入蔡锷领导的滇军，逐步走上通往云南权力顶峰的政治道路。在

长期的省内政争中，他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出身于彝家的族群背景，攫取各种政治利益。[4]有政

敌以“吃鸡不吃蛋，杀彝不杀汉”作为口号动员民众反对龙云，反而适得其反，使得非汉人群更

加拥戴龙氏。
[5]

1928 年，人类学家杨成志受时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指派，考察

西南少数民族。进入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凉山彝区后，杨氏对当地彝人自称系龙云委派来“拜谒亲

戚”。因龙云的“猓猓”身份已为彝胞所广知，杨氏因此“才不至被掳杀，而且得着丰富的材

料”
[6]
。龙云在彝区的政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1 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20 年 4 月号，第 123-130 页。文中指称龙云彝族身份的名词有“猓猓”“猡猡”“玀

玀”“倮儸”等多个用法，是当时说法不统一的缘故。除了引用的原始文献以外，本文统一使用“猓猓”。 
2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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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掌握云南政权后，仍然着力利用家族背景向金沙江东岸渗透，介入彝区事务。1928 年

龙云任省主席后，即指派其妹龙登凤和三子龙绳曾相继赴凉山彝区经略，造成龙家独大之势。
[7]

对于西南地区的土司、头人等上层人物，龙云也一直以彝人身份与之亲近，加以笼络。1948 年，

龙云在香港与亲信安恩溥密谋反蒋时提到，云南各地、滇黔交界和滇康交界的“世家”都对龙家

“有感情”，“尤其是彝族”。
[8]
 

随着龙云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声望渐高，其彝人身份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彝胞所知晓，也逐渐为

具有全国影响的知识界和政界人物所了解。1929 年，丁文江在主持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时，

亲赴云南进行调查，与龙云直接打过交道。他在后来给胡适的信直接以“龙猓猓”指代龙氏。
[9]

1945 年，蒋介石在与龙云彻底破裂前夕，在其日记里以“玀玀”一词直接称呼龙氏本人，亦透

露出其对龙氏彝人出身的认知。
[10] 

与利用彝人身份在彝区扩张势力时不同，龙云在执掌云南省政后，更多是以一个传统的汉族

统治者的形象示人。龙氏的幕僚马子华表示，“龙云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信奉者”，且常常长衫

马褂，头戴洋毡帽，较少穿军装，从不穿西服。
[11]

学者潘先林注意到，龙云在 1936 年为悼念其

妹龙志桢所编辑的《贞孝褒扬录》一书中，将龙家姓氏追溯至上古，“使人相信他的家族是中国

大姓，而非受人歧视的‘蛮夷’”
[12]

。龙云在亲自为《民国昭通县志》所作的序言中，也着力强

调故乡自明清以来先后由四川和云南管治，“文物声名之盛，灿然与中州比隆何”，只字未提昭

通在彝族文化中的发祥地地位。
[13]

这些涉及乡土的历史书写，从侧面呈现出龙云将自身纳入汉文

化主流、并不以彝人自许的心迹。 

主政云南期间，龙云除了在彝区进行的秘密运作外，始终未在公开的政治场合宣示其彝人身

份。在积极发起西南彝族请愿、要求承认彝族“民族”地位的彝族政治人物岭光电看来，龙云身

居省主席高位，“却不敢直接暴露族籍”，“原因是彝族文化较低，作不了他后盾的关系”。
[14]

鉴于

彝汉矛盾在地方上长期存在，特别是汉人普遍蔑视彝人的情势，岭氏的说法不无道理，
[15]

却并不

尽然。中国虽长期存在“夷夏之辨”，但以文化而不以种族做分别，“夷狄”亦可改变自身的文

化认同，变为“华夏”。对于生长于彝汉交界地带、深受汉文化濡染的龙云而言，彝汉之间并不

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反对建构彝族的“省主席” 
 

清季民国以降，朝野上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视为新

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至于未被纳入“五族”范围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其命运则被预设为接

受“同化”为汉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输入和地方政治社会变迁的背景

下，彝、苗等西南少数民族政治人物就自身族群在“五族共和”话语中缺位的现状发声，要求国

民政府承认其民族地位，相应地重塑国家的政治基础，以保障其通过代表本民族的形式获得更多

的政经资源。出身彝家并担任西南“封疆大吏”的龙云如何回应这一时代脉动，有着深刻的政治

和文化意涵。 

在西南彝族请愿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看来，龙云以彝人出身却能成为边省的最高统治

者，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彝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有助于改变内地汉族社会对于彝族的既有偏见。

出身于四川和西康彝区的彝族政治人物岭光电、李仕安等人，对于龙云治下汉化程度较高的云南

彝族一直持有极高的评价。早在明清时期，西南彝族的上层人物通过族类自称、世系认知和族内

联姻等形式，在西南广大彝区的范围内形成了族群意义上的认同。
[16]

龙云被这些彝人认定为“同

族”的彝胞自属正常。龙云出任云南省主席后，出身于四川雷波的李仕安即感到“与有荣焉”。
[17]

抗战时期龙云派滇军出省参加对日作战，本人亦兼任昆明行辕主任和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等要

职，使岭光电颇为钦佩，“觉得一个彝人能达到这个地位实在了不起”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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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龙云长期被这些彝族政治人物奉为本民族的杰出代表，但他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南

彝族请愿运动不仅没有给予实质上的援助，反而在幕后进行了有力的抵制。1936 年，出身于云

南北胜土司家庭的高玉柱与前滇军军官喻杰才以所谓“西南夷族土司民众代表”名义前往南京，

与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等旅京彝人发起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合作，发起西南彝族请愿运动。

尽管请愿运动旨在促使国民政府承认彝族的民族地位，给彝族分配国民大会代表的席位，国民政

府却利用请愿运动为其干预西南的政治意图服务，制造了中央军政势力渗透西南边省政权统治的

合法性。
[19]

出于树立开明形象的需要，云南省主席龙云表面上对于请愿运动表示支持，
[20]

但暗中

却设法对高、喻进行抵制，以迫使国民政府放弃这一政治工具。
[21]

 

龙云对西南彝族请愿运动的抵制，固然出于对其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预判；但在个人的思想

倾向上，他亦不赞成承认更多的“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表现出对抗战

和国家统一的积极支持，主张团结一致抵御外敌。
[22]

战时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类学家根据西方族

类理论，对云南非汉人群进行调查和识别，并主张“苗、猺、猓猡皆是民族”，龙云对此明确表

示反对。他非常关注顾颉刚、傅斯年在《益世报·边疆副刊》与费孝通的论争，“对这些高谈这

民族、那民族者大不高兴”，称“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分我们”。吴、费发起组织“云

南民族学会”，将“辅助地方政府”作为宗旨之一，并请龙云担任会长，龙亦置之不理。傅斯年

获悉龙云的态度后非常欣喜，表示龙云虽为“倮儸”，但能以“中国人”而非其“部落”自居，

“此自是国家之福”。
[23]

 

有论者认为，龙云之所以存在“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的思想”，系受蒋介石“大汉族主义”

思想的影响，在云南民族地区推行的是与国民政府相同的“民族同化政策”。
[24]

但龙云治滇期间

未强制推行“民族同化”，也未出台族类划分基础上的“民族政策”，而是有意淡化族群之间的

差异。
[25]

民族主义思想的输入使龙云产生顾忌，担心各族群形成“民族”意识之后将给滇省的管

治带来麻烦。1957 年“鸣放”期间，龙云不赞成新政权识别太多的“少数民族”，因为“从行

政的观点来看，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
[26]

。对此政策的意见，当来源于其治滇时

期的经验。 

龙云与同时期许多政治人物类似，在用人上偏重同族同乡，但并不以族群划线。滇省当局高

层人物中出身彝族的为数不少，出身于昭通附近彝家的彝人更是得到了龙云的重用，在云南政权

中深居要津，形成了“龙、卢、陆、安、陇、禄”六大家族统治云南的局面。这些彝人得到拔擢，

乃是由于他们与龙云家族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亲属关系与家族网络，而非龙云对彝族有更多优

待。这些彝人在云南掌权后，也不敢公开抱团结党，对共同的彝族出身这一纽带亦讳莫如深。
[27]

 

出于对 20 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龙云在治滇期间长期执行淡化族群差别的政策，

漠视或压制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彝族建构和争取承认的活动。但龙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非

一成不变，亦会根据政治气候和个人境遇的变化灵活应对。 

 

“彝族”与“北京族”的纠结 
 

1945 年 10 月，杜聿明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指挥驻滇中央军发动“昆明事变”，宣布改组云

南省政府，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将其解至陪都重庆（后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龙云自此跌

入主政云南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低谷。身陷囹圄后，为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龙云在族群问题上

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 

抗战结束之后，岭光电等西南彝族政治人物再度围绕争取国大代表席位等问题向国民政府请

愿。龙云尽管已失去权柄，但仍被他们视作彝族的重要象征。1947 年夏，岭光电到南京后不久，

即以同族身份登门拜访龙云。对于岭氏的来访，龙云态度极为积极，以彝人身份与岭拉近关系，

谈论“我们民族”的弱点与出路，“对民族落后、内部相残、外受欺压的处境发出叹息”，对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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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时期未能帮助凉山彝胞流露出悔意。在岭氏第二次来访龙宅时，龙云长子龙绳武还特意请岭

“讲几句彝话”，称“我们的话是一样的”。次年岭氏来京出席立法院会议时，龙云再度在住所

予以热情接待，并大谈与贵州彝人望族水西安家的密切关系。[28]由川康彝族上层人物组成的

“夷族观光团”到内地参观时，也提出与龙云会面。尽管由于国防部方面的严格监视，龙云仅与

观光团团员寒暄了事，但龙氏次子龙绳祖在与这些彝人的单独会面中却表达了“今后要加强联

系”的愿望，建立了联络管道。1949 年初，在龙云准备外逃香港前夕，龙绳祖在上海约见观光

团成员傅正达、罗正洪，指示二人返回西昌组织彝族青年，发动彝族上层，响应全国解放。罗、

傅返乡后逐步落实了龙的几项方针，配合了中共在西南的进军。
[29]

此亦是龙云利用自身族群身份、

借助自身在彝人中的影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的一大贡献。 

龙云“回归”彝族身份，本是在政争过程中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赋予

其“彝族”和“爱国民主人士”等几重政治身份，使其族群身份得到了清晰、明确且几乎不可逆

转的界定。新政权对龙云“彝族”角色的设定有着多重政治目的。首先，龙云在新政权内被安排

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高

级职务或头衔，对其少数民族身份的强调，有助于新国家“民族团结”形象的呈现和新政权“民

族政策”的宣传。其次，新政权需要借助龙云在西南彝族中的影响，宣传、解释中央政府的各项

路线、方针、政策，说服彝区上层人物配合当地的建政工作。再次，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大

规模展开，包括上层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都需要拥有确定的族群身份，龙云在这一问题上亦无模

糊和回避的空间。 

1957 年之前，龙云接受并扮演了新政权所设定的“少数民族人士”角色，以配合中共的统

战政策。1949 年 9 月，龙云以“彝族”暨“特邀人士”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30]

 1954 年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抵京后，彝族代表就表达了拜见龙

云的愿望。有关部门安排了彝族代表与龙氏的会面，令这些彝人感到“欢喜”。
[31]

对在京学习的

少数民族学生和由云南来京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龙云也十分热情，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

与彝族代表谈话时，龙云也使用“我们彝族”之类的口吻，站在民族立场上表态。
[32]

龙云作为彝

族代表人物的身份，不仅得到了彝胞的认可，似乎也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同。 

尽管龙云选择服从这一被安排好的工具性角色，但对于族群身份，其个人内心深处仍有着一

套有别于公开表达的看法。1957 年“鸣放”开始后，龙云在参加中央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和

全国人大云南小组会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意见中就包括了对族群身份的见解。对于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的“民族识别”，他明确表示异议。龙云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

是一个祖先”，即便在云南“经专家研究鉴定”后确定了二三十种民族，但这些民族“同系一族，

因地异名”，类似于“土豆、洋芋和山药蛋”，名称不同，但来源一致，不应识别为那么多种民

族。在谈及个人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时，龙云更是直言自己认为“到哪里就是哪里”，“我在昆

明时，就是‘昆明族’，今天在北京，就是‘北京族’”。这些观点都表明，他还是更相信“民族

同源论”。对于个人的族群归属，更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后来的公开检讨中，龙云不得不承

认上述言论“极端谬误”，“不仅违背宪法所规定的民族政策，连少数民族的立场都没有了”。
[33] 

“反右”运动开始后，龙云遭到了较为严厉的批判，此后较少在政坛出现。1962 年，龙云

在北京去世，遗体仍然按照彝族风俗处置，在火化后土葬。
[34]

1980 年，中共中央宣布为他改正

“右派”，恢复名誉。民革中央于同年召开座谈会，纪念龙云诞辰 100 周年。龙云在身后亦就此

以“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形象被写入历史。 

 

结语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和边疆危机的加深，“民族政治”（ethnopolitics）逐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7 

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出身于非汉人群且长期执掌边省政权

的龙云是这一时代变局的重要见证者。作为先后经历了夺权、治滇、下野、反蒋、统战和改造等

多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人物，他的族群身份问题呈现了过渡时代的若干复杂面相。 

桑兵指出，近代以来大量外来后出的概念进入中国，用外来民族观念观察原有实事及相应观

念，往往会造成误读错解，应该注意各种民族的“实事”“自称”“他指”“后认”之间的纠结。
[36]

龙云被“后认”为彝族的历史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一个动态的族群身份建构过程。从龙

云族群角色的变迁中可以看到，一方面，龙云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根据政争和时局的变

化，在不同情境和面对不同人群时扮演不同的族群角色，以此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

他的族群角色亦非完全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政治气候、权力格局和文化心理等多种

因素的制约。 

作为旧式政客，龙云仍然无法完全适应“民族政治”的逻辑与规则，而是更多地看到了族类

划分、民族识别等做法对于现行政治秩序的妨害。他也始终无法理解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

都确定某一固定族属的必要性，仍然认为族群身份是一个可以转化、能够兼容甚至需要淡化的符

号。他对西南彝族请愿运动的抵制、对傅斯年和顾颉刚在论争中的支持，以及“鸣放”时期对新

政权民族政策的非议，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底色。龙云治下的滇省，亦可看作只有“边疆治理”

而无“民族政策”。后来，他在思想检讨中承认自己利用彝族身份成为一省统治者，却很快“忘

本变质”，“不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点关怀照顾，反而骑在少数民族头上，剥削压迫”。此种表述

虽属在政治压力下所发，但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却也基本相合。 

龙云对于“民族政治”这一时代问题的种种反应，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某

种深刻转变。在“纳四裔入中华”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将王朝时代的“内藩”转换为自身的边疆

领土，将旧称的“蛮夷戎狄”转化为国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龙云从“猓猓”到“彝族”的

身份转变，即是这一进程本身所导致的一个政治结果。作为亲历时代转型的过渡人物，龙云对族

群身份的淡化倾向与权变策略，虽一度在乱世中取得了“保境安民”的不俗政绩，但毕竟已是传

统治理技术的落日余晖。在“现代国家”的眼光和视野之下，“民族”不仅仅是用来编户齐民、

征收赋税的辅助性符号，更是对民众进行组织、对社会进行改造的重要动员工具，族群身份也势

必要随之经历由模糊到清晰、由流动到固化、由个人选择到国家设定的转变历程。而中国对现代

国家观念冲击的吸收和转化，至今仍处于进行时。龙云的族群身份与角色变迁，正可看作这一历

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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